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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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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
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

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

代的。

关键词：黄帝陵；黄帝；“国祭”；故里；新郑

中图分类号：Ｋ９２８．７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０６０６

　　当前，关于黄帝故里所在地，见仁见智，众说纷
纭。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甘肃、宁夏等多

种说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陕西和河南两地。尽

管这个问题已讨论了多年，但至今还未有定论。虽

说此问题在黄帝与黄帝文化研究中不是一个主要问

题，但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涉及到黄帝的诞生和迁

徙，涉及到黄帝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也涉及到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重大

问题。为此，我们还有必要对此问题继续加以研究

和探讨。

一、黄帝故里之争

　　近年来河南新郑一直宣称自己是“黄帝故里”，

而且通过每年一次的祭拜活动，大有凝固化的趋势。

那么，我们通过对“故里”一词词义的解释和有关文

献记载的梳理，看看河南新郑到底是所谓的黄帝

“故里”，还是黄帝由西向东迁徙途中曾经活动过的

所谓的“故地”？

所谓“故里”一词，通过检索《汉语大辞典》可

知，“故里”的“故”有十多条义项，其中一条义项是

指“原来的”“旧时的”；“里”，《说文》：“里，居也，”

是指“人所居住的地方”。两字组成“故里”一词，根

据《辞海》《辞源》等辞书解释，是指“故乡”“老家”。

那么，何谓“故乡”，《辞源》解释是“家乡”。从这里

可以看出，家乡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反言之，就

是人们将出生的地方才称为“家乡”“故乡”“老家”

或者“故里”。非出生地而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只

能称为“故地”“故居”或“第二故乡”。

依据此解释，河南新郑就无资格称为黄帝故里。

从文献记载看，与河南新郑有联系的是西晋皇甫谧

的《帝王世纪》，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黄帝

与新郑的书，也是唯一一部将黄帝与有熊、新郑联系

起来的书。至于《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洧水

注》《太平御览·州郡部》《通鉴外纪》（卷一）《路

史·后纪五》及以后的《广舆记》《大明一统志》《大

清一统志》和地方志书《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新

郑县志》等书所说的黄帝与新郑的有关内容皆引之

于《帝王世纪》。该书在仅有一千多字的文字里，有

３处涉及黄帝与新郑：一处说黄帝“有圣德，受国于
有熊”，一处说“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也”，

另有一处说“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

这３处文字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黄帝曾在今河
南新郑建立过国家，即有熊国。但有一点却很明确，



皇甫谧在说到黄帝与新郑的关系时，并没有说黄帝

出生于新郑，只仅仅说到黄帝曾在此建过都。也就

是说，黄帝曾在此活动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此工

作过。而皇甫谧为何只说黄帝在此建都，而不说出

生于此？这说明皇甫谧对黄帝的出生地即故里是有

自己的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皇甫谧还是比较清醒

的，只是把新郑当作黄帝迁徙途中逗留、活动的“故

地”看待，而不是作为出生地的“故里”看待。即使

把皇甫谧所说的“居轩辕之丘”的“轩辕丘”说成在

新郑（实际上“轩辕之丘”指今天水一带）［１］，也只是

“居”而非“生”。

如果要将活动或曾居住之地，说成是“故里”，

那么，皇甫谧在其文中所提到的“阪泉”“涿鹿”“曲

阜”等地，难道都可以说成是黄帝的故里吗？显然

不能。既然不能将这些地方说成是黄帝故里，那么，

为何一些学者要将河南新郑说成是黄帝故里呢？

其实，在皇甫谧的笔下，黄帝故里是很明确的。

他在文中有两处地方说到黄帝“生于寿丘”。那么，

“寿丘”在什么地方？他紧接着说：“在鲁城东门

外。”那么，“鲁城”又在什么地方？他引用《山海经》

的话：“‘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按照皇

甫谧的解释，“穷桑”在“鲁北”，或云“曲阜”。今人

研究，黄帝“生”于今山东说很难成立：“第一，黄帝

出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山东是夷人的主要活动

区，作为姬姓少典族后裔的黄帝怎能出生于夷人的

主要活动地区？第二，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

代，中国北方人主要居住在黄河支流的二级台地上，

而山东处于黄河下游，在那洪水浩荡的年代里，下游

两岸怎能居住呢？在山东黄河干流两岸很少发现新

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可说明这一点。第三，从历史上

看，在周成王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姬姓势力已发展到

山东境内。”［２］此说极是，说明黄帝不可能出生于山

东的鲁北或曲阜。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又说道：“以土承火，位

在中央，故曰黄帝。”意思是说黄帝的名字因“五行”

中的“土德”位于“中央”而来。因而，有学者以此句

来证明黄帝出生于河南新郑，因新郑地处中原的中

央。实际上这是“五行”说所造成的，并非事实。秦

汉时，阴阳五行说大为流行，黄帝被托祀为中央之

帝，太昊被托祀为东方之帝，炎帝被托祀为南方之

帝，少吴被托祀为西方之帝，颛顼被托祀为北方之

帝，于是，有学者视中原新郑为黄帝之居，皇甫谧也

就以此说明黄帝之名的由来。赵世超说，这套由阴

阳学家按照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想所铺排的五方帝并

不能证明黄帝出生地就在新郑，而充其量只是一种

黄帝文化而已。此说甚确。

那么，黄帝的出生地应在哪里？实际上，皇甫谧

在《帝王世纪》中已透露出了端倪。他说：“生黄帝

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皇甫谧在这里所说

的黄帝“生于寿丘”的“寿丘”，一说指今黄陵县的长

寿山，位于黄陵轩辕庙东南、黄帝黄城巽宫———郭家

洼背后的桥沟塔；一说在古秦州即今天水（《清一统

志》卷二十）。皇甫谧所说的“长于姬水”，实际上早

已存在于《国语·晋语四》里，其书说：“昔少典娶于

有鑝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今人以此记

载认为，炎帝和黄帝是由父族和母族分裂出来的两

个通婚的“双胞族”，这也被长达上千年的姬姜二族

的联姻关系所证实［３］。既是两个通婚族，在那交通

极为不发达的原始时期，他们的居住地肯定离的不

会很远。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里解释“炎帝以

姜水成”的“姜水”时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

姜水。”说明“姜水”为宝鸡渭河的一条支流，即今清

姜河或河［４］，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５］。既然“姜水”

为宝鸡渭河的一条支流，再加上以宝鸡为中心的泾

渭流域丰富的黄帝传说、众多的黄帝遗迹和仰韶文

化中晚期（距今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庙底沟类型的文
化遗存。因此，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姬水应该离姜水

不远，也是宝鸡渭河流域的一条水，即流经今麟游、

经武功而入渭河的漆水河或为流经岐山、扶风的岐

水［１］；一说为流经黄陵县城的“沮水”；或有《水

经·渭水注》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絡城东七十

里轩辕谷。”《路史》罗苹注云：“寿丘在上絡。”清人

梁玉绳在《汉书·人物考》亦说：“以戊巳日生黄帝

于天水。”在今北道区杨家山有条沟，当地人叫轩辕

谷，其山上有炎黄庙；有说在今清水县东七十里有条

沟亦名轩辕谷（当地民间称“三皇沟”），其谷底为轩

辕溪，当地传说黄帝就出生在这里，历代有黄帝庙祭

祀。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有说为渭水，黄帝

“在渭水及其以北”，炎帝“在渭水以南”，二者都居

住于氐羌之地的东部；有说为渭水与湟水之间的一

条水，即今甘肃临夏的姬家川，等等。

尽管说法各异，但宝鸡、黄陵、天水、清水均地处

渭河流域的中上游，属于关中、陕北黄土高原地区，

东西直径相距不过三四百公里。这一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文化圈。从泾渭流域出土的大量仰韶文化

遗址，以及留存在此地大量的黄帝和炎帝遗迹，大量

有关黄帝和炎帝的民间传说就说明这一问题。黄帝

“迁徙往来无常出”，从漆水河到沮水河一带可能就

是黄帝的出生地，即故里。故《淮南子》曾云：“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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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在西方。”因而，张岂之在《黄帝与陕北黄土高原》

一文中“黄帝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族主要活

动于陕北黄土高原”“黄帝逝世后安葬于陕北黄土

高原”“后人祭黄帝陵于桥山”等论断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将黄帝出生地“寿丘”“轩辕谷”“姬水（河南

有学者认为姬水为新郑的一条水“赮水”［６］，有说为

流经新密、新郑的“溱水”或“洧水”）”，说在河南新

郑，那么，黄帝与“以姜水成”的“双胞族”炎帝通婚，

岂不是离得太远了吗？

二、考古资料中的黄帝故里

　　我们知道，现在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属于仰韶
文化的中晚期，即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前后。若从考
古学文化的类型看，黄帝时代属于庙底沟文化及

其以后。以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为背景，通过

考察河南郑州、新郑和陕西宝鸡、黄陵仰韶文化遗

址，我们很难得出新郑为黄帝故里和黄帝在此建

都、建国的结论。

根据许顺湛在《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一书所

提出的聚落和聚落群看，他将聚落群分为大、中、

小 ３个级别：１０个聚落遗址以下的为小聚落群，
１１～２０个聚落遗址为中等聚落群，２１个聚落遗址
以上的为大聚落群。在一个聚落群中又分为４个
等级：５０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称为特级聚落，３０
万至４９万平方米的称为一级聚落，１０万平方米至
２９万平方米的称为二级聚落，９万平方米以下的
称为三级聚落［７］。以此为划分标准，许顺湛将河

南全省６８５处仰韶文化遗址（不含零星遗址），划
分为３７处聚落群。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
迹传说的郑州、三门峡分别为：郑州辖区有４个聚
落群，１２８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３处，一级聚
落７处，二级聚落１７处，三级聚落１０１处；三门峡
８个聚落群，１５３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６处，
一级聚落８处，二级聚落２１处，三级聚落１１８处。
具体落实到新郑，根据许顺湛的划分，新郑—新密

为一个聚落群，即双洎河聚落群，共计有聚落 ３８
处，其中特级聚落１处（新郑观音寺唐户遗址，５０
万平方米），一级聚落１处（新郑薛店镇岳庄遗址，
３０万平方米），二级聚落２处（这两处均在新密境
内，１处为２４．８万平方米，另１处为１９．５万平方
米），三级聚落３４处，面积均在９平方米以下。据
有关资料显示，在此聚落群中的新郑发现有仰韶

文化聚落遗址仅有９处。
关于陕西的聚落和聚落群，许顺湛将全陕西省

１９１８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分为７４个聚落群［７］。其

中在有黄帝记载和黄帝文化遗迹传说的宝鸡、延安

分别为：宝鸡辖区划分为１３群５３９处聚落（不含零
星遗址）遗址，其中特级聚落８处，一级聚落８处，二
级聚落６１处，三级聚落４６２处；延安辖区划分为１４
群５４５处聚落遗址，其中特级聚落７处，一级聚落
２２处，二级聚落 ７８处，三级聚落 ４３８处［７］。在宝

鸡、延安两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占

到３８０处。具体到黄陵县仰韶文化聚落群，在１０个
乡镇发现３５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半坡类型遗址５
处，庙底沟类型遗址１９处，其余未判定类型。这些
遗址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东部洛河及其支流流域。其

中特级聚落遗址是庙底沟类型遗址，即田庄镇赵卓

遗址，面积为５０万平方米；一级聚落遗址２处，一处
遗址未判定类型，一处为庙底沟类型；二级聚落遗址

８处，其中半坡类型遗址１处，未判定类型的２处，
有５处属于庙底钩类型；在２４处三级聚落遗址中庙
底沟类型遗址（１２处）占了一半。很明显，这个聚落
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７］。

上文中，我们根据许顺湛提供的资料，分别选定

了陕西、河南两省所辖的均传说有黄帝遗迹和黄帝

文化的两个市及所属的县市作为对象，对史前仰韶

文化及庙底沟类型的聚落和聚落群进行了比较。从

比较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其一，考古学很难支持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和

黄帝都城。从上面的统计来看，河南全省未有１００
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聚落遗址的数量仅为陕

西全省聚落遗址数量的三分之一强。仅在关中就有

聚落群４４个，聚落遗址１１６２处，比河南全省多出
百分之四十。陕西最大遗址面积达３００万平方米
（耀县石柱塬遗址），聚落遗址级别也远超河南。所

属的市县聚落群也不及陕西所辖市县聚落群的百分

之六十。具体到黄陵、新郑分别为：黄陵有３５处聚
落遗址，其中庙底沟类型１９处，而新郑仅有９处仰
韶文化聚落遗址，最大遗址仅为５０万平方米，连同
其辖区的巩义共有３处，最大为１００万平方米。而
黄陵最大聚落遗址也是５０万平方米，但连同辖区洛
川共有 ５处，最大为 １５０万平米（杨舒乡飒盘遗
址）［７］。所以，《陕西省志·黄帝陵志》写道：从黄帝

陵周围考古发现说明：“黄帝陵所在的今黄陵等地

区是远古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已经出现

了文明的曙光，这为黄帝的‘人文初祖’地位，提供

了具体的考古学背景证据。”［８］

对一个“君临天下”的华夏集团盟主黄帝和黄

帝族来说，与新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面积是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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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的。所以说，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很难支持河南

新郑既是“黄帝故里”，又是“黄帝都城”。而要寻找

黄帝故里和黄帝都城应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宝鸡、延

安一带着手。这已从徐旭生、范文澜、翦伯赞、郭沫

若、白寿彝、张岂之、沈长云等人的研究中反映出来。

其二，关中、延安是陕晋豫相交的金三角的第一

角。对这一点，许顺湛在其书中做了较为充分地论

述。他说：陕、豫、晋相交的金三角，一直为研究仰韶

文化的学者所关注。关中及延安地区是金三角的一

角，在这个地区已判定为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共３８０
处，未判定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还有１０００多处，随
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可能还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被发

现。现仅依据已确认的３８０处庙底沟类型遗址来分
析，在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２０个聚落群中有特级
聚落１５处，其面积均在５０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
３００万平方米。有人研究，一万平方米可能就有一
个氏族。最保守说，陕西庙底沟类型的总面积要在

４０００万平方米上下，当有４０００个氏族。以两万平
方米是一个氏族计算，也应有２０００个氏族。如果
将未判定类型的可能是庙底沟类型的聚落估计在

内，其氏族数量将会更大。有２０００多个氏族组成
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族团生产生活在关中及延安地

区长达５００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这是多么庞大的
一个族团！“这样的聚落具备了古国的规模，也就

是说出现了邦国，最大的聚落遗址可能就是邦国的

国都所在地。”从这些遗址和遗存看，反映了“当时

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和礼制的制度化，

这是文明曙光的初现”［７］，许顺湛说法甚确。虽在

这段话里，未指明“邦国的国都”，但联系有关黄帝

的文献记载和黄帝传说、遗迹，不难想象，这个“邦

国的国都”很可能是黄帝所建邦国或黄帝的国都。

第三，反映了陕西关中和陕北延安地区在中原

文化中占有中心或核心地位。中原有狭义和广义两

种。广义的中原是指陕、豫、晋相交之处，即关中、豫

西、晋南这一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中原，大凡是

指广义。所以，当我们现在谈中原古文化，尤其是史

前新石器文化，不能舍弃陕、晋而仅谈豫即狭义的中

原。如此，就会对其他两地的文化地位做出不恰当

或有失公允的评价。

最近，有学者在中原六省召开的一次炎黄学术

研讨会上发言说：“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

中心区在‘天地之中’河南郑州一带，这里是‘黄帝

文化’的发源地，‘黄帝’从这里走向‘四方’，建立了

第一个‘中国’，开启了‘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

史。”［９］另有一位湖北的学者在发言中说：“在学术

界大谈文化多元论的时候，笔者仍然认为中华文化

以华夏核心圈为主轴，而河南文化处在核心中的核

心。”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从河南出发的，这里是大

本营，是文化的摇篮。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他不说，以上面列举的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聚落群和聚落遗址就看得一清二

楚。这里，仅就龙山文化来说，河南全省龙山文化聚

落遗址１３９５处，其中豫西为５８０处，郑州市辖区为
１３１处，４个聚落群［７］；而陕西全省有龙山文化聚落

遗址２１１６处，其中关中有６９１处，延安市辖区６５５
处，１６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７处，榆林市辖区
有７４１处，１２个聚落群，仅特级聚落就有 ８处［７］。

许顺湛还特别提出神木龙山文化聚落群中的石峁遗

址（内城面积２３５万平方米，外城面积４２５万平方
米），其规模远大于与其年代相近的良渚古城（３００
万平方米）、陶茅古城（２７０万平方米）。它是目前所
知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而且是石砌的。

许顺湛认为：“这绝对是一个邦国所在地。”

从以上所列举两地龙山文化遗址的数字就清楚

地看出，能说“中原龙山文化”的中心区就在“‘天地

之中’的河南郑州一带”吗？河南文化是华夏核心

圈中“核心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大本营”，是“文

化的摇篮”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得出相反的结

论。另外，从上文中陕西比河南聚落遗址多，关中比

豫西聚落遗址多，豫西比豫东（１５４处）聚落遗址多
的情况，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走向，是由西向

东逐步推进和发展的。这也符合中国大地上早期人

类迁徙是与河水流向平行的规律。同时，我们还可

看出一个历史事实，为什么河南的龙山文化仅为陕

西的一半强一点，与陕北（延安、榆林）不相上下，反

映了当时地处中原的河南置黄河两岸，正是处在大

禹治水前夜的洪水时期，人类居住相对来说要少，而

延安、榆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地势高亢，不易遭受

洪水淹没，所以聚落遗址比地处渭河两岸的关中还

多。这也正好说明当时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心区不是

在“河南郑州一带”，而是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

三、陕西黄帝陵“国祭”

地位的形成

　　最近，有学者以所谓“拜庙不拜陵”为缘由，提
出要将河南新郑黄帝拜祖大典提升为国家祭祀，即

“国祭”，黄帝陵由地方政府继续举办祭祀。如果不

是抱有某种“偏见”，就是对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

形成历史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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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结果。最早祭祀黄帝是公元前４２２年，即秦灵公三

年在今陕西宝鸡的“吴阳”（吴山之阳）“设上，祭

黄帝；设下，祭炎帝”（《史记·封禅书》），这是有

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黄帝“国祭”。到了秦汉时期，秦

朝和汉朝统治者以祭“五帝”为由继续将黄帝列入

“国祭”。在、坛、郊、庙等祭祀的同时，秦汉以后，

开始了陵祭。《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

山。”《封禅书》又载：汉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

“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

如”。从此以后，在黄帝庙“国祭”黄帝之外，又增加

了在黄帝陵“国祭”黄帝这一项。

据文献记载，“黄帝陵”之名是由唐李泰在《括

地志》中首次提出。至唐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

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

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册府元龟》）。坊州

（后改称中部县），即今陕西黄陵县。可见，于坊州

黄帝陵庙致祭黄帝，始于唐大历年间。至此以后，在

中部县黄帝陵庙祭祀黄帝被列入“国祭”，成为国家

公祭黄帝的一种行为。至宋代又制礼，三年一享，以

仲秋之月，牲用大牢，祀官为本州长官，祝版请御署。

金代改为依期降祝版，不请御署。明清时期多由朝

廷遣官祭之。最后由礼部议定３５处帝王陵寝进行

祭祀，其中要求中部县祭祀黄帝陵。同时废除各地

“三皇庙”和“十大医师的祭祖”礼制，桥山黄帝陵被

列为国家祭祀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

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

立碑。至今在黄帝陵庙还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

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

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清代对黄帝的祭祀除了在

中央历代帝王庙由皇帝主祭外，在黄帝陵庙祭祀，多

由皇帝派遣专员进行，见于记载的先后共有３０次。

因主祭官员均由皇帝派遣，所以，黄帝陵庙祭祀也都

带有国家公祭的性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１９１２年３

月，他以大总统身份亲笔撰写祭文。这实际上也是

“国祭 ”。中华民国时期，在黄帝陵庙共有２６次祭

祀，其中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进行的祭祀１１次，以国

民政府名义进行的祭祀１０次。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四

月五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祭仪

式。中共方面的祭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这些祭

祀也均为“国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３年，

公祭黄帝陵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主祭。在中断

了１６年后，１９８０年恢复。１９９４年起，每年都邀请有

国家领导人与陕西各界人士参加公祭。１９９６年中

办８号电文规定，从今年以后，每年黄帝陵庙祭祀不

再由陕西省政府出面邀请国家领导人出席，而由中

央直接派遣。自此以后，黄帝陵庙的祭祀就完全成

为国家公祭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地方性的祭祀活动。

这种国家祭祀，还体现在历朝历代由皇帝下诏、

朝廷筹资或由国家出资、出政策对黄帝陵庙的整修

上。自汉代立庙，唐代扩建，宋代迁址，一直到中华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大小重修、整修黄帝陵

庙３０多次。

根据《册府元龟》记载，最早一次是唐代宗大历

五年（７７０），代宗采纳了坊臧希让的建议，重修和

扩建黄帝庙。经过两年的施工，于大历七年（７７２）

竣工。到了宋代，据《陕西通志·艺文志》录存的宋

李窻《黄帝庙碑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９７２）赵匡

胤下诏，对包括黄帝陵在内的前代功德昭著的帝王

“庙貌坠而享祀寂寞”者，“当命有司，遍加兴葺”。

于是，黄帝陵庙得到了重点修缮，增加了庙院、山门、

过亭和大殿。为了不受沮河水的侵袭，便于祭祀，将

原庙迁至桥山东麓。元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元惠宗降

旨，重修了由大火焚毁的保生宫，并对整个黄帝陵庙

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明代先后对黄帝陵庙进行

了６次整修。第一次为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明太祖

朱元璋在派大臣考察得知黄帝陵庙年久失修、破损

严重后，旋即下旨由朝廷拨出银两，派专人负责修

缮。随后，明太祖还在黄帝陵设立五品护陵官。明

洪武七年（１３７４）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黄帝像。

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见庙中道人生活困难，免除

黄帝庙地税，以后历朝历代沿用。并在这一年，还降

旨拨银 ４００两，修缮黄帝陵庙。以后的天启元年

（１６２１）、崇祯九年（１６３６）两次由朝廷拨出银两，对

黄帝陵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修整后，黄帝陵

庙“栋宇辉煌”“烨然改观”。清代分别由顺治、康

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下诏，先后对黄帝

陵庙重修了１２次。这在《重修轩辕黄帝庙碑》《重

修轩辕黄帝庙募缘序》等碑文中均有记载。中华民

国期间，黄帝陵庙先后得到国民政府和有关方面人

士的４次整修。分别对黄帝陵道路、围墙、碑林等进

行了修缮。设立了黄帝陵庙管理所、古物陈列室、奉

祀官等。在进一步完善黄帝陵庙硬件设施的同时，

对其软件也做了进一步完善［９］。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大小８次整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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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次是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根据陈嘉庚的建议，由周

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落实，对黄帝陵祭祀亭、陵墓砖

花墙等进行了修缮和新建。随后毛泽东还委托郭沫

若题写了“黄帝陵”。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３、１９６４等年份又

进行了几次修缮。最近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是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分两期工程，前后历时１２年。从整修

规划的制定、资金的落实等方面都得到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中央部委、全国各省市的支

持。第一期工程，国家计委拨款 ５００万元。１９９０

年，在整修未正式开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在陕西视察期间，就对整

修黄帝陵庙作出明确指示：“一定要把黄帝陵整修

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整修后的黄帝

陵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规模都要大，建筑都

要宏伟［８］。

为了加大对黄帝陵的保护，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公

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

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２００６年黄帝陵祭典

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后又被确定为全国首批５Ａ级旅游景区。

四、结语

　　２００４年，在深圳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曾十多次

到黄帝陵参加祭祀活动的著名港商叶嘉星说：“我

们炎黄子孙祭拜始祖，一定不要拜错了地方。”看似

很普通的话，却表达了海内外炎黄子孙一个十分真

挚的心愿———黄帝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祭

祀黄帝的圣地。这是历史的选择，国家的选择，民族

的选择，全球每一个华夏儿女的选择。是任何人毋

庸置疑或难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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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
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ＨＵＯＹａｎｒｕ
（ＢａｏｊｉＹａｎＥｍｐｅｒｏｒａｎｄＺｈｏｕＱ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ａｏｊｉ７２１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ｉｔｅｓ”ｉｎ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ｉｎｔｗｏ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ａｓ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ｍａｙｂ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ｗｒｏｎｇ．Ｔｈｅｈｏｍｅ
ｔｏｗ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ｈｅ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ｐｏｓ
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ｐｅｒｏｒ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ｆｏｒｍ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ｓ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ａｎｄ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Ｘｉｎ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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